
收稿日期:2025-04-08

作者简介:刘斌志,男,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空间理论视域下青少年虚拟社交风险的生成机理与网络社会工作介入研

究”(23XSH005)。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4 期

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影响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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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数字媒介深刻塑造青年的认知结构与心理状态,短视频的高度渗透引发其发展信心的系统性耗

散。 如何理解并有效干预短视频对青年信心的影响,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回应的重要命题。 基于耗散结

构理论,研究将青年信心视为处于开放、非线性、远离平衡态与涨落的系统,并运用 CFPS
 

2014—2022 数据和双

重差分法分析短视频对青年发展信心的冲击。 实证发现,短视频使用显著削弱青年发展信心,且该效应在不同

人口统计学特征群体中均表现出较高一致性。 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短视频通过两条路径间接作用于信心:其

一,短视频通过算法强化社会比较效应,削弱青年对自身阶层身份的认同,动摇其社会地位认知基础,进而降低

发展信心;其二,短视频的“信息茧房”减少青年对社会风险的感知,使其陷入主观伪平衡态,削弱其现实问题应

对动能,间接冲击信心系统。 鉴于此,研究提出优化信息开放性、构建正向熵输入机制、促进动态非平衡,提升

青年媒介素养,利用涨落效应激励青年信心跃迁、强化非线性调控,建立多层级联动干预体系四个方面的建议。

研究在理论上拓展了短视频影响青年信心的非线性动力学路径,在方法上突破了线性因果框架,揭示了阶层认

同与风险感知的双重中介路径,在实践上为青年信心提升提供了熵流调控干预逻辑和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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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时代青年信心的耗散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1]7 身处机遇与压力并存、变革与不确

定交织的时代,民族复兴为青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内卷加剧与价值碰撞也使他们承

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在短视频等新型媒介的广泛渗透下,一种算法驱动的信息消费方式正在重

塑青年的注意力结构、价值评判机制与自我建构逻辑。 短视频并非青年发展困境的唯一成因,却是影响

其发展状态的重要变量。 不同于传统媒介,短视频以其快速、碎片化、娱乐性的形式争夺青年注意力,并
通过算法推荐机制强化情绪共鸣与信息同质性,形成一种去目的化的沉浸环境,导致青年决策疲劳、自
我认同分裂与发展信心降低。 青年内在发展能量的单向流失表明青年信心正在“耗散”,如何在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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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中找到自我坐标,平衡个人理想与现实困境,成为摆在青年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中文日常语境中,“耗散”一词常被泛化为“消耗、流失”等语义,但在系统科学中,“耗散(Dissipa-

tion)”一词是由伊里亚·普里戈金于 1969 年提出的,意为“开放系统通过耗散能量维持动态有序的结

构”。 这一概念来源于“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认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通
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外界条件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可能从原有的混沌无序的混乱

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形成新的有序结构[2]I-II。 前者的耗散强调系

统正在单向衰亡、走向衰退,后者的耗散更强调系统能通过耗散旧能量创造新秩序、走向转型。
青年信心系统处于开放的信息环境中,特别是在短视频所引发的强扰动场景下,其信心秩序可能会

发生动摇乃至解构,但在适当的外部条件与自组织机制作用下亦可实现重构与转向,因此,本研究运用

耗散结构理论并基于 CFPS
 

2014—2022(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通
过双重差分法评估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影响。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理论上拓

展了耗散结构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边界;第二,机制上突破了传统线性因果分析框架,揭示了阶

层认同与风险感知的双重中介路径;第三,实践上为优化算法推荐机制、设计青年心理韧性和信心提升

方案提供了实证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何为信心:概念诠释与影响机制

本研究讨论的信心是个体发展信心,指能够使个体相信某一事物(目标)未来可以实现的一种心理

力量[3] ,表现为个体对未来生活成功的信念。 目前对影响信心的因素的讨论主要从个体与结构两个视

角展开。 基于个体视角,年龄越大[4] 、受教育水平越高、个体收入越高[5] 、社会公平感强、相对剥夺体验

弱的人[6] 往往信心更强,性别[4] 、性格、自尊[7] 、洞察力[8] 与耐受力[9] 等个体特质、社会地位与经济状

况[10]也会对信心产生影响。 基于结构视角,家庭环境对个体信心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10] ,互
联网的使用方式[11] 、文化差异[12] 、政府行为、政治稳定[13]和经济政策[14]对信心也有影响。

短视频对信心的影响可能会呈现出独特的“双刃剑”效应。 知识类、职场类与技能类等功能性内容

能够帮助青年获取资源,成为青年学习轻知识和新技能的工具。 平台提供寓教于乐的内容能满足青年

的娱乐需求[15] ,提升其自我效能感[16]135,进而增强发展的可控性与信心。 然而,短视频多巴胺驱动型的

满足机制也可能导致目标延迟、满足能力下降和注意力分散,使青年更倾向于放弃长期目标,转向短期

满足,从而动摇信心的认知基础[17]93。 短视频使用对青年发展信心的影响并非单一方向,而是取决于使

用内容、使用动机、心理加工能力等多重变量的交互结果,因此,本研究提出一组竞争性假设:
H1a:短视频的使用,可能会提升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H1b:短视频的使用,可能会降低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二)信心何以被解构和重塑:短视频使用与信心耗散的机制

耗散结构的形成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开放系统,指与外界环境存在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
孤立系统会趋于热力学平衡,熵增最大,导致内部系统无序;开放系统才能汲取负熵来抵消内部熵增,实
现动态有序。 二是远离平衡态,即系统受到强烈的驱动,迫使其远离平衡,自发形成新型结构和组织。
三是非线性动力学过程,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其本质是打破简单的因果关系,
强调输入微小的变化可能导致输出的巨大波动。 四是涨落,即系统在临界点附近利用非线性机制,微小

的随机扰动可能被放大为巨涨落,最终触发系统从旧稳态向新稳态的突变[18]71-72。 根据耗散结构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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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素,可以判定青年信心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因人而异,呈现不同的信心状态(见图 1)。

图 1　 耗散结构下青年信心的机制模型

第一,开放系统是青年信心系统的基础条件。 信心需要动态发展,必然涉及与外部环境互动,需要

外界信息的熵输入和内部的熵调整。 第二,处在远离平衡态的非平衡态是青年信心系统的维持条件。
远离平衡态意味着信心系统受各种因素影响,处于一个动荡、不稳定的状态,必须通过持续消耗外界能

量维持非平衡条件;非平衡态则意味着信心系统在外界扰动和内部变化作用下时涨时落,处于一个不断

调整摸索的自组织状态。 第三,涨落和突变是青年信心变迁的机制。 在临界点附近,青年会对外界极度

敏感,但也蕴含着更多潜能;当外界驱动参数超过临界值时,信心系统会发生分岔,从无序跃迁到有序,
表现为个体层面的认知重构和结构维度的事件冲击突变。 第四,非线性作用机制是青年信心发展的途

径。 信心系统内部要素存在非线性耦合关系,会产生相干效应和临界效应,导致信心难以通过单一因素

预测和解释,同时亦启示信心发展的渠道需要从动态干预、外界调节与自主调整等多方面着手。
无论是身份认同的重塑还是风险社会再变迁,都是短视频浪潮下社会整体变迁的缩影。 短视频使

用究竟如何引起青年发展信心的变化? 本研究主要总结了两种可能的机制。
1. 身份认同的再重塑

现代性条件下的个体化过程意味着个体必须成为自己生活规划和行为的中心[19]79,现代人需要对

自身的生活和行为负责,成为自身发展的主体。 创作、传播和消费社交媒体成为以下行为的重要途径:
个体价值观代言[20] ,表达和塑造形象[21] ,探索、确认和巩固社会、文化和经济身份。 然而,这一认同并

非单一线性过程。 其一,短视频既可能强化现有阶层身份,也可能让个体产生向上或向下的流动焦虑。
一些底层用户可能通过短视频展现奋斗过程,试图获得更高的阶层认同,而另一部分用户可能通过观看

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加深阶层焦虑。 用户在缺场空间中进行多重身份实践的重组,颠覆对原先阶层

地位的感知。 其二,短视频的快速传播可能导致一些低质量甚至是有害的内容扩散,通过特定的媒介话

语解构身份、剥离阶层归属,出现阶层区隔与消解[22] ,对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23] 。
阶层认同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认知和心理预期。 阶层认同较强的个体倾向于相信自己的社会地位

与发展潜力[24] ,从而增强信心。 对青年而言,拥有较强的阶层认同感可以促进其对未来成功的预期,增
强其克服困难、追求目标的动力。 相反,阶层认同感弱的青年可能会产生自我排斥的情绪,进而降低信

心。 短视频通过内容传递和社交互动机制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青年对阶层的认知和归属。 由此,提
出研究假设:

H2:短视频的使用通过削弱青年个体的阶层认同,间接削弱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2. 风险社会的再变迁

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是“人为不确定性” [25]7,而数字媒介的广泛传播进一步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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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确定性[26] ,扭转和增强了传统社会风险感知。 其一,传统的社会风险感知源于权威系统对风险

话语的垄断权,而短视频通过分布式信息生产传播机制解构了这一权利,使风险场景实时可见,以直观

的视觉形象、紧张的听觉效果与夸张的标题等形式强化了风险感知度[27] ,引发焦虑、无助与逃避心

理[28] 。 其二,短视频加剧认知偏差,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的个性化和娱乐化[29] 会根据用户偏好进行内容

推送,导致“信息茧房”和“回音壁”效应[30] ,使用户对某一领域风险过度敏感,成为风险传递的桥梁[31] ,
进而形成社会充满风险、不可控的总体印象。 其三,短视频中的危机可视化、焦虑情绪传染以及负面曝

光机制,进一步放大了对社会的不确定性感知,使用户对经济压力、阶层固化与就业竞争等问题产生持

续性担忧,这种“后真相” [32]的情绪性媒介内容越密集,个体对社会风险认知就越高,进而产生虚拟社会

焦虑[33] 。 短视频的高频使用会在信息层面形成一种风险过剩的心理感知,使青年在主观上倾向于对未

来社会环境形成悲观预期。
当外部环境被认知为威胁性强、资源可获取性低时,个体便更易陷入认知封闭与动机抑制状态[34] ,

进而削弱信心。 短视频使用所引发的社会风险感知,为短视频与信心之间建立了情绪性与认知性桥梁。
青年在持续接触负面或危机类短视频内容后,其对社会环境的风险判断被持续放大,形成对发展前景的

不信任与不确定性感知。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H3:短视频的使用会增强青年个体的社会风险感知,间接降低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三、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和估计策略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原始数据是由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2 的五期数据所组成的混合截面

数据。 该调查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发起并实施的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

大型微观社会跟踪调查项目,其样本覆盖 31 个省 / 市 / 自治区,每期目标样本规模为 16
 

000 户,调查对

象包含样本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 结合研究主题,本研究最终将青年群体的年龄范围限制在 18 ~ 35 周

岁。 经过截面数据汇总,五期数据总计样本量为 48
 

486,但由于样本中部分变量存在缺失,本研究在基

准估计中对缺失值采取了整例删除处理,因此,最终进入主要估计模型的样本量为 27
 

252。

(二)变量、测量与估计策略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在 CFPS 问卷中,每期均对信心进行了测量,其中有这

样一个问题:“您给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打几分?”本研究将其作为个体发展信心的代理变量。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是短视频的使用,旨在探究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变迁过程中短视频使用的冲击效

应。 在 CFPS 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过去一周,您是否看过短视频或直播类网络平台节目(包括观看

小火山、抖音、快手、微视与斗鱼等)?”由此,本研究将是否使用短视频软件视为一种个体处理冲击,并
使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简称 DID)对短视频使用的动态效应进行检验。

在本研究中,使用网络是使用短视频的前提,因此,将是否使用网络作为第一重虚拟处理变量( con-
dition)。 同时,将是否使用短视频作为第二重虚拟处理变量(use)。 最后,本研究将可能的影响机制变

量同步纳入模型,最终构建起以下模型,藉以探究短视频使用何以冲击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并尝试做进

一步的机制分析。
yi =β0 +β1 ×condition×use+β2 ×xi+δ×Controlit+γp+ε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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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解释变量 yi 表示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核心的解释变量是 condition×use。 其中,condition 表

示是否使用网络的第一重虚拟处理变量,个体使用网络,condition = 1;个体不使用网络,condition = 0。
use 表示是否使用短视频的第二重虚拟处理变量。 个体使用短视频,use= 1;个体不使用短视频,use = 0。
xi 为个体特征变量。 Controlit 是控制变量。 i 和 t 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γp 表示省一级区域固

定效应。 εit 表示误差项。 考虑到部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导致估计结果不准确,本研究对

DID 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方差膨胀因子均在 2. 0 以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研究,本文将以下因素作为控制变量:(1)性别(女性 = 0,男性 = 1),(2)年龄,(3)城乡类

别(乡村= 0,城市= 1),(4)受教育年限,(5)政治面貌(非共产党员= 0,共产党员= 1),(6)户口类别(农

业户口= 0,非农户口= 1),(7)婚姻状态(单身= 0,非单身= 1),(8)个体年收入( +1 的自然对数)。
4. 机制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机制变量是自评社会地位和社会风险感知。 在 CFPS 问卷中,每期均对自评社会地

位和社会风险感知进行了测量,对应的题目分别为“您给自己在本地的社会地位打几分?” “您认为以下

问题在我国的严重程度如何?”其中,0 ~ 10 表示被调查者的态度(包含政府廉政、环境保护、贫富差距、
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八个方面),0 代表这方面的问题在我国不严重,10 代表非常严重,问卷

要求被调查者在 0 ~ 10 之间选择一个数字。 对自评社会地位,我们采用了其原始得分;对社会风险感

知,我们采取主成分提取降维的方式,提取出了一个特征值为 4. 215
 

35 的主成分( KMO 值为 0. 892,
Bartlett’s 球形检验 p<0. 05,其他成分的特征值均小于 1),将其作为社会风险感知的代理变量。 各主要

变量及控制变量的定义与描述统计见表 1 及表 2。
 

表 1　 主要变量的设定、含义与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含义

被解释变量 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yi 个体对于未来的信心程度

核心解释变量

使用网络×

低强度使用短视频
condition×uselow  

intensity

是否使用网络×

是否使用短视频(低强度)

使用网络×

高强度使用短视频
condition×usehigh  

intensity

是否使用网络×

是否使用短视频(高强度)

控制变量

性别 Gender 个体的性别

年龄 Age 个体的年龄

城乡类别 Urban 个体所生活的城乡类别

政治面貌 Party 个体的政治面貌

受教育年限 Years
 

of
 

education 个体的受教育年限

户口类别 Hukou 个体的户口类别

婚姻状态 Marriage 个体的婚姻状态

年收入 Income 个体的年收入

年收入的自然对数 Ln( Income+1) 个体的年收入的自然对数

机制变量
自评社会地位 Self-assessment

 

of
 

social
 

status 个体对于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价

社会风险感知 Social
 

risk
 

perception 个体对于整体社会风险的感知

　 　 注:(1)年收入的自然对数计算方式是(金额+1)的自然对数;(2)年收入的单位为人民币元;(3)在 CFPS 问卷中,短

视频使用高低强度的区分条件是:“您是否几乎每天都看短视频或直播类网络平台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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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被解释变量 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4. 133 0. 860 1 5 41
 

082

核心解释变量

使用网络×

低强度使用短视频
0. 240 0. 427 0 1 48

 

486

使用网络×

高强度使用短视频
0. 180 0. 384 0 1 48

 

486

控制变量

性别(男性= 1) 0. 500 0. 500 0 1 48
 

483

年龄 27. 103 4. 953 18 35 48
 

486

城乡类别(城镇= 1) 0. 528 0. 499 0 1 43
 

791

政治面貌(共产党员= 1) 11. 286 3. 810 0 1 43
 

826

受教育年限 0. 058 0. 233 0 24 48
 

486

户口类别(非农户口= 1) 0. 189 0. 391 0 1 44
 

181

婚姻状态(非单身= 1) 0. 589 0. 492 0 1 45
 

622

年收入 20
 

222. 10 60
 

753. 06 0 10
 

300
 

000 48
 

486

年收入的自然对数 4. 473 5. 171 0 16. 147
 

65 48
 

486

机制变量
自评社会地位 2. 715 0. 941 1 5 41

 

015

社会风险感知 0. 000 2. 053 -8. 384 3. 725 36
 

246

四、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实证分析

(一)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

表 3 展示了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冲击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考虑到短视频使用频率和

青年是否参加工作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影响上可能存在异质性,本研究分别构建了五个模型: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为仅加入控制变量的初步回归模型和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短视频冲击的全样本模型

(其中模型 2 为低强度使用),模型 4 和模型 5 是以是否参加工作为标准的分组回归模型。
 

表 3　 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冲击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个体发展信心
个体发展信心

(低强度使用)

个体发展信心

(高强度使用)
参加工作样本 接受教育样本

使用网络×

使用短视频

-0. 058∗∗∗

(0. 017)

-0. 049∗∗∗

(0. 017)

-0. 057∗∗∗

(0. 017)

-0. 151∗∗∗

(0. 024)

工作满意度
0. 069∗∗∗

(0. 006)

自评收入水平
0. 028∗∗∗

(0. 006)

0. 030∗∗∗

(0. 006)

0. 030∗∗∗

(0. 006)

0. 022∗∗∗

(0. 006)

自评社会地位
0. 082∗∗∗

(0. 006)

0. 080∗∗∗

(0. 006)

0. 081∗∗∗

(0. 006)

0. 079∗∗∗

(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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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变量

(1) (2) (3) (4) (5)

个体发展信心
个体发展信心

(低强度使用)

个体发展信心

(高强度使用)
参加工作样本 接受教育样本

社会风险感知
0. 026∗∗∗

(0. 003)

0. 025∗∗∗

(0. 003)

0. 025∗∗∗

(0. 003)

0. 024∗∗∗

(0. 003)

0. 041∗∗∗

(0. 0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 620∗∗∗

(0. 087)

2. 608∗∗∗

(0. 086)

2. 613∗∗∗

(0. 086)

2. 532∗∗∗

(0. 086)

2. 371∗∗∗

(0. 165)
样本量 27

 

252 27
 

252 27
 

252 23
 

854 4
 

448

调整后 R2 0. 220
 

8 0. 221
 

5 0. 221
 

2 0. 222
 

7 0. 206
 

6

　 　 注:(1)考虑到短视频使用的地域异质性所导致的组内自相关,可能会造成结果估计存在偏误,本研究使用了省份聚

类的标准误,括号内为省份聚类标准误,后文均是如此,不赘述;(2) ∗
 

P<0. 10,∗∗
 

P<0. 05,∗∗∗
 

P<0. 01;(3)由于篇幅原

因,控制变量、社会信任倾向、奉献精神倾向、生活满意度与政府工作评价的估计结果不在此展示,后文均是如此,不赘

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获取整体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 3 的结果显示,在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前,自评收入水平、自评社会地位、社会风险感知均显

著影响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后,短视频使用冲击显著降低了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b= -0. 058,P<0. 01)。 而对于是否参加工作,在分组回归中,无论参加工作(b = -0. 057,P<0. 01)还是

正在接受教育(b= -0. 151,P<0. 01),短视频使用冲击效应均相对显著,且通过似不相关回归联合估计

检验,发现是否参加工作的短视频使用冲击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chi2 = 11. 57,P<0. 001)。 这表明,短视

频使用确实降低了青年个体发展信心,且这种冲击效应在正在接受教育的群体中显著增强。 由此,假设

H1b 得到了支持,假设 H1a 未能够通过。

(二)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最基本的假设是平行趋势假设( Parallel
 

Trend
 

Assumption),是指倘若处理组个体未接

受干预或冲击,则其结果变动趋势与控制组个体结果变动趋势相同[35] 。 本研究通过事件研究法对短视

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冲击的动态冲击效应进行了检验,考虑到信心变迁可能存在的事前趋势,本
研究参考 Beck[36] 、刘胜[37]等人的做法,先计算出事前的回归系数均值,然后对所有期数的回归系数和

置信区间采取去均值的方式,以尽可能地控制这种趋势,检验结果见图 2。 在短视频浪潮席卷之前,青
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冲击动态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 0;短视频开始流行之后,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冲击动

态效应出现了显著下降。 由此,本研究所使用的代理变量符合平行趋势检验的要求。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冲击的动态冲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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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短视频的流行实际上是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行,在空间上很难划分出明确的实验组与对

照组,因此,为进一步确认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冲击效应,本研究通过对短视频流行时间

(2018 年)进行随机虚构,每次随机抽取 500 个个体,并重复进行 1
 

000 次随机回归,以此作为短视频冲

击的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检验结果见图 3。 结果显示,绝大部分虚构年份的回归结果的置信区间

均包含了 0,说明短视频使用对青年发展信心的影响不是由其他未观测到的因素(遗漏变量)所造成,这
进一步检验了短视频使用对青年发展信心的冲击效应。

图 3　 安慰剂检验:随机生成伪处理时间(重复 1
 

000 次,每次抽取 500 个个体)

(四)因果机制识别与检验

上文中,本研究已经检验了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冲击效应,但短视频使用究竟是如何

冲击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需要做进一步的机制识别与检验。 在前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已经提出了两

种可能的影响机制。 为检验这两种机制,本研究参考了曾永明等人的做法[38] ,通过两步法直接对变量

间的中介效应进行识别,第一步即双重差分估计中的基准回归,第二步则构建如下公式:
Z i =α0 +α1 ×condition×use+α2 ×xi+δ×Controlit+γp+εit

其中,Z i 是中介变量,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影响机制。 表 4 是机制分析检验的结果。
 

表 4　 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冲击的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1) (2)

阶层身份认同机制 社会风险感知机制

使用网络×使用短视频
-0. 060∗∗∗

(0. 015)

-0. 579∗∗∗

(0. 0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 642∗∗∗

(0. 078)

-1. 489∗∗∗

(0. 088)

样本量 36
 

022 31
 

704
调整后 R2 0. 008

 

9 0. 035
 

4

　 　 注:(1)括号内为省份聚类标准误;(2)∗
 

P<0. 10,
 

∗∗
 

P<0. 05,
 

∗∗∗
 

P<0. 01;(3)考虑到短视频的流行已经近乎普遍,

用低强度的短视频使用做机制分析可能会由于区分样本过少产生估计偏误,因此,此处的短视频使用是指高强度的短视

频使用,后文中的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亦是同理,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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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阶层身份认同

研究发现,在所有基准回归中,自评社会地位越高,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往往也更高,而短视频的使用

使自评社会地位(b= -0. 060,P<0. 01)显著降低。 这说明在短视频浪潮兴起后,其潜在的社会传播能力

实际上成为社会差距的“放大镜”,加剧了社会比较的算法强化效应,颠覆了青年传统的社会认知,进而

改变了其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知。 由此,假设 H2 得到了支持。
2. 社会风险感知

同身份认同一致,在基准回归中,社会风险感知越高的青年往往个体发展信心越高,而短视频的使

用则使社会风险感知(b= -0. 579,P<0. 01)显著降低。 这说明高强度短视频的使用会使青年沉浸在短

视频软件所编织的“信息茧房”中,短视频所带来的多巴胺享受使其对社会风险的感知存在一定程度的

下降。 由此,假设 H3 未能够通过。 假设未通过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与西方工业社会文化

存在着较大的异质性,而中国素来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与享乐

主义不同,往往危机意识越强的青年群体会具有更高的发展信心。

(五)异质性分析

1. 短视频使用冲击的群体异质性

考虑到短视频使用冲击可能在不同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群体间存在异质性,为了更全面地评估冲击

效应,基于上文中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研究从性别、城乡类别、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四个维度对冲

击效应的异质性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何种群体区分方式,短视频的使用都会使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出现

显著下降,且通过似不相关回归联合估计检验,短视频的冲击效应在研究预想的四种群体中并不存在显

著的异质性,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的结论。
2. 青年短视频使用和个体发展信心的群体异质性

考虑到短视频使用和个体发展信心本身也会在不同的群体中存在异质性,因此,研究也通过 t 检验

的方式,对两者的群体异质性进行了对比。 结果显示,男性、未接受高等教育、中高收入群体往往更热衷

于使用短视频,而城乡之间不存在短视频使用上的显著差异;男性、生活在农村、未接受高等教育群体往

往个体发展信心更高,而低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在个体发展信心上却并不具有显著差异。

(六)稳健性检验

为使估计结果更加稳健,本研究也考虑了短视频使用作为核心变量的潜在内生性问题。 尽管我们

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了部分极有可能影响信心的人口学特征变量,但回归模型扰动项中某些不可观测的

变量,比如青年观看的短视频类别与内容,可能会同时影响青年信心,进而导致内生性问题。 为更好地

处理内生性问题,使本研究的结论更加稳健,本研究使用各省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作为短视频使用的

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加以校验。 由于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实际上是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完善

程度的直接表现,并不与青年信心直接产生关联,但是与短视频使用存在较强相关性( r = 0. 454,P<
0. 000),这也意味着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会是很好的工具变量。 表 5 是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

心冲击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
 

Stage
 

Least
 

Square,简称 2SLS)估计结果。
 

表 5　 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冲击的 2SLS 估计结果

变量 OLS
2SLS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使用网络×使用短视频
-0. 049∗∗∗

(0. 017)

-0. 253∗∗∗

(0.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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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变量 OLS
2SLS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0. 000∗∗∗

(0. 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 613∗∗∗

(0. 086)

-0. 088∗∗∗

(0. 018)

2. 584∗∗∗

(0. 048)

样本量 27
 

252

R2 0. 221
 

7 0. 256
 

3 0. 214
 

4

Wald
 

chi2(k= 15) — — 5
 

292. 79

Prob
 

>
 

chi2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弱工具变量检验 F 统计量 — 2
 

663. 12∗∗∗

Hausman 内生性检验估计量 — 72. 016
 

3∗∗∗

　 　 注:(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2)∗
 

P<0. 10,∗∗
 

P<0. 05,∗∗∗
 

P<0. 01;(3)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数据来源系国家统计

局官方网站(https: / / data. stats. gov. cn / easyquery. htm? cn = E0103),单位为万 GB。

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2SLS)来看,OLS 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低估了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

信心的冲击影响,而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数据无论是在弱工具变量检验中还是在内生性检验中,均表现

出色,说明其是一个强工具变量。 由此,研究也进一步确认了短视频使用的确会使青年个体发展信心显

著下降。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对短视频使用何以冲击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展开系统性检验,尝试为解读

短视频浪潮中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总体而言,短视频使用显著削弱青年个体

发展信心,且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群体中该效应均表现出较高一致性,未呈现显著的群体间异质性。
本研究总结了短视频使用冲击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理论机制(见图 4)。

图 4　 短视频使用冲击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理论机制

从身份认同机制来看,其一,短视频平台的信息生态在算法机制作用下强化了特定内容的可见性与

接触频率,削弱了青年的原有阶层认同,动摇了其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知;其二,短视频加剧了青年社会

地位感的不平衡,如高收入成功人士等形象所引发的阶层仰望心理,或务工生活记录等内容所带来的现

实焦虑,再如社会底层个体成功逆袭类叙事虽在短期内激发积极情绪,但长期可能诱发心理落差与相对

被剥夺感,进而产生自我贬低倾向;其三,青年在不同类型内容的持续接触中,可能在信心增强与焦虑加

深之间经历了显著的心理波动,当信息输入强度超过心理耐受阈值时,个体的阶层认同可能出现断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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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进而整体下调自评社会地位,影响发展信心;其四,短视频对发展信心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青年社

会地位认知随内容输入动态变化,当冲击累积超过临界点时,可能导致发展信心系统整体崩塌。
从风险感知机制来看,其一,短视频可能带来信心系统的信息封闭风险,使青年沉浸于娱乐化、碎片

化的信息,减少风险感知的输入,导致发展信心系统停滞;其二,社会风险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引导个

体发展信心重构的功能,但短视频内容的娱乐性满足特征易使青年滞留于一种主观感知上的伪平衡态,
削弱其对现实问题的应对动能;其三,短视频的即时满足机制可能延缓青年在面临高度社会不确定性感

知时的应激性转化与适应性成长,使其发展信心系统的自组织力下降,无法完成应有的提升;其四,短视

频使用与社会风险感知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多样化路径。 若社会风险感知水平较高而短视频使用频率

低,青年可能积极调整,实现跃迁;若短视频使用频率较高而社会风险感知水平较低,更易呈现出消极适

应倾向,导致发展信心停滞;两者共同作用时,部分青年虽有焦虑,但因短视频的安慰效应,适应性调整

减缓。
为了避免短视频使用进一步扩大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影响,本研究结合耗散结构理论,提出四条

建议。 第一,优化信息开放性,构建正向熵输入机制。 在平台方面,规定正向内容推荐比例[39] ,优先推

送涵盖教育发展、职业技能获取及心理韧性提升等内容的短视频资源。 在政策层面,可以设立青年成长

短视频引导基金,面向教育机构、内容创作者征集优质成长型短视频。 第二,促进动态非平衡,提升青年

媒介素养。 设立短视频媒介素养提升项目,内容包括风险识别、算法理解与心理抗压训练等。 第三,利
用涨落效应,激励青年信心跃迁。 平台和社会工作者可设置成长挑战赛[40] ,通过激励机制鼓励青年记

录与展示其技能提升、职业探索与公益参与等积极发展轨迹,弥合数字身份与现实身份之间的间隙[41] ;
也可内嵌情绪健康提醒板块,在使用时长超过特定阈值或负面信息暴露密度较高的情况下,系统自动推

送心理调节内容与自我调适指导建议。 第四,强化非线性调控,建立多层级联动干预体系。 政府可加强

短视频平台内容审核和严控炒作焦虑与煽动负面情绪类内容;社会组织、心理咨询机构进驻短视频平台

提供心理援助与职业咨询服务;家庭建立代际沟通机制,倡导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学校将发

展性心理辅导纳入必修课程体系,系统提升青年心理弹性与现实适应能力等。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尚待完善之处。 首先,短视频的实际流行时间可能更早于 2020 年。 根据现有的

相关资料以及研究者所了解的短视频的发展历程,本研究更倾向于认为短视频实际的流行时间是 2018
年左右,但囿于 CFPS 首次就短视频使用情况进行数据收集的时间始于 2020 年,前期数据尚未覆盖该

变量,因此,实际上缺失了 2018 年、2019 年样本短视频使用的情况。 其次,研究无法关注到每个样本个

体究竟是如何使用短视频的,具体到青年的观看内容倾向、是否存在长时间的依赖抑或短时间的戒断

等。 这些关键信息的缺失也可能会导致因遗漏变量而出现内生性问题,进而使本研究的估计存在偏误。
由此,本研究亦尝试从方法论维度提出进一步的反思与探讨。 在上述问题中,前者或可通过机器学习的

方式,根据 2020—2022 年使用短视频与不使用短视频的个体特征,对 2018 年、2019 年的样本进行缺失

值的预测,并做进一步的差分估计,与目前的结果进行对比,而后者则可通过调查实验法的设计,在问卷

系统中通过随机生成情景,以更有效地避免社会合意性偏差与个体信息披露风险,进而补齐更多可能的

遗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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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gital
 

media
 

profoundly
 

shapes
 

the
 

cognitive
 

structures
 

and
 

psychological
 

states
 

of
 

young
 

people,
 

and
 

the
 

high
 

penetration
 

of
 

short
 

videos
 

has
 

triggered
 

the
 

systematic
 

dissipation
 

of
 

their
 

confidence
 

in
 

develop-
ment.

 

How
 

to
 

understand
 

and
 

effectively
 

intervene
 

in
 

the
 

impact
 

of
 

short
 

videos
 

on
 

young
 

people’s
 

confidence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cur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responses. Based
 

on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this
 

study
 

regards
 

young
 

people’s
 

confidence
 

as
 

a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openness,
 

nonlinearity,
 

dis-
tance

 

from
 

equilibrium,
 

and
 

fluctuations.
 

It
 

uses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2014—
2022

 

and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short
 

videos
 

on
 

young
 

people’ s
 

con-
fidence

 

in
 

development. Empirical
 

findings
 

show
 

that
 

the
 

use
 

of
 

short
 

videos
 

significantly
 

weakens
 

young
 

people’s
 

confidence
 

in
 

development,
 

and
 

this
 

effect
 

exhibits
 

high
 

consistency
 

across
 

group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tic
 

analysis
 

further
 

reveals
 

that
 

short
 

videos
 

indirectly
 

affect
 

confidence
 

through
 

two
 

pathways:
 

First,
 

short
 

videos
 

algorithmically
 

strengthen
 

the
 

social
 

comparison
 

effect,
 

weaken
 

young
 

people’ 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own
 

class
 

identity,
 

shake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thereby
 

re-
duce

 

their
 

confidence
 

in
 

development.
 

Second,
 

the
 

information
 

cocoon
 

of
 

short
 

videos
 

reduces
 

young
 

people’s
 

perception
 

of
 

social
 

risks,
 

trapping
 

them
 

in
 

a
 

subjective
 

pseudo-equilibrium
 

state,
 

weakening
 

their
 

momentum
 

to
 

cope
 

with
 

real-world
 

problems,
 

and
 

indirectly
 

impacting
 

the
 

confidence
 

system. Therefor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four
 

aspects:
 

optimizing
 

information
 

openness
 

to
 

construct
 

a
 

positive
 

entropy
 

input
 

mechanism;
 

promoting
 

dynamic
 

non-equilibrium
 

to
 

enhance
 

young
 

people’ s
 

media
 

literacy;
 

utilizing
 

the
 

fluctuation
 

effect
 

to
 

inspire
 

a
 

leap
 

in
 

young
 

people’s
 

confidence;
 

and
 

strengthening
 

nonlinear
 

regulation
 

to
 

establish
 

a
 

multi-lev-
el

 

collaborative
 

intervention
 

system. The
 

study,
 

theoretically,
 

expands
 

the
 

nonlinear
 

dynamic
 

pathways
 

through
 

which
 

short
 

videos
 

affect
 

young
 

people’s
 

confidence;
 

methodologically,
 

breaks
 

through
 

the
 

linear
 

causal
 

framework
 

and
 

reveals
 

the
 

dual
 

mediating
 

pathways
 

of
 

class
 

identity
 

and
 

risk
 

perception;
 

and
 

practically,
 

pro-
vides

 

the
 

logic
 

of
 

entropy
 

flow
 

regulation
 

and
 

intervention
 

as
 

well
 

as
 

empirical
 

support
 

for
 

enhancing
 

young
 

peo-
ple’s

 

confidence.
Keywords:digital

 

age;short
 

video
 

usage;youth;develop
 

confidence;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责任编辑:赖黎捷]

·86·


